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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 意义的变迁：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

张　 媛

摘　 要： “家乡” 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家乡” 作为主观意识中构成少数

民族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 对于少数民族个体的身份认同归属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大众传媒在 “家

乡” 意义的变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少数民族年轻一代来说间接的信息获取， 使得他们对自己

身份的认同越来越受到来自大众传媒的影响。 通过大众传媒表现 “家乡” 这一具体地理空间为身处各地的

族群成员展示出一个具体的家园的图景， “家乡” 成了一个非领土化的集体想象， 通过对 “家乡” 的依恋

将个体、 家乡与国家联系起来， 进而影响少数民族个体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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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是人们常常会思考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说出自己的名字以及与自己有关联

的人们， 它更是心理归属、 人际关系网络复杂的交织过程。 有学者就认为 “身份” 归根到底是一种再

现， 它涉及将人们塑造成为新的主体， 当人们在思考 “我是谁？” 的问题的时候， 不仅在于建立一个肯

定的身份， 而且更强调一种策略路径的选择。 当讨论到身份认同问题时， 个体所处的位置以及身份复

杂的关系网络会影响个体 “自我” 身份的界定， 尤其是那些离开了故土的人们， 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

涉及 “从何处来”、 “身在何处” 的意味。
现有的有关身份认同的理论主要分为两派： 本质论的观点认为认同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核心， 比

如说血缘、 出生地、 成长地等， 不同的群体会以此产生相对一致的、 固定的归属感； 非本质主义 （或

者称之为建构论） 的观点则强调认同是依据不同时空、 符号脉络所交织产生的， 其中涉及不同的文化、
政治、 历史等层面相互交织与建构的过程。 在现实社会中， 这两种形式其实是并存的， 认同在很多时

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循环过程。
２０１５ 年笔者所在的调查团队赴西南地区的贵州、 云南、 四川和重庆四个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进

行了实地调研， 试图了解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随着远离故土

“家乡” 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影响了少数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实现， 大众传媒通过对 “家” 和 “家乡”
概念的重构来不断影响着少数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实现。

一、 “家乡” 观念与中国人的乡土情怀

“家乡” 最初指的就是人们所生存的那片土地以及地面上的房屋和其他物质用品。［１］ １９ 世纪中叶，
伴随民族主义的兴起， “家乡” 一词的内涵开始更多的转向了文化和精神层面。 从理论上来说， “家”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属于血缘关系的范畴， 而 “家乡” 则是与出生地、 成长地密切相关的地理概念。 少

数民族对于其 “家乡” 的依恋实际上是对 “家” 的情感的一种延伸， 有 “家” 的地方才是 “家乡”。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２０１４ 年度项目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研究” （１４ＣＸＷ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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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 因此成为人们主观意识中构成其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基础， 人们发自本能地对于自己家乡有种

热爱之情。 通过对区域文化和方言以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的日益强调， “家乡” 成了民族主义用来动员

认同的有力工具。
以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研究发现， 借由土地所提供的满足感基础之上中国人产生了对土地的

高度的情感认同。 人们世世代代固守土地形成一种特殊的基于土地认同的 “安土重迁” 的乡土意识以

及乡土情怀。 美国传教士何天爵 （Ｃｈｅｓｔｅｒ Ｈｏｌｃｏｍｂｅ） 在 《真正的中国人》 一书中就提到： “中国人是

一个酷爱自己家乡的民族， 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 但他们也仅仅是漂泊流浪而已。 他

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 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 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 还有最重要的一

点， 就是在百年之后， 他们要与自己的先祖们归葬在一起”， 中国人管这个叫 “狐死必首丘”、 “越鸟朝

南枝”。［１］（３）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人们交往范围有限， 基本以村庄为单位。 在长期的交往中， 村

属、 地域意识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 中国人仍旧保有 “籍贯观念”， 中国对

籍贯的强调是产生家乡情怀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乡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尤其是离开了聚居地的少数民

族， 象征着归属感， 不仅因为 “出生地”、 “成长地” 的连接， “亲情” 更是重要的牵挂， 如果这条亲

情线一断， 少数民族对自身族群的认同意愿就会逐渐转淡。
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当中国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故土之后

所产生的焦虑意识不仅基于 “生活在别处” 的不习惯与不方便， 更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失落。 随着时代

的发展， 全球化特有的 “统合”、 “压缩” 性质， 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

（Ｒｏｌ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所说的 “现代性乡愁”。 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厚的乡土情结， “家乡” 成了个体寻

求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皈依。
“家乡” 是人类所创造的词汇， 对家乡的情怀并不是固有的而是被附加上去的， 有学者就认为地方

感是被建构出来的，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文化差异使得他们感受到了自我与其他族群的差别， 进而通

过对自我地方感的标示来划定身份认同的边界。 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以及大众媒介的不断影响， “家

乡” 的意义已经在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发生了转换， 借由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共同承认，
家乡的意义被重新塑造。

二、 家乡意义的形成： 基于地理的集体记忆塑造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具有相同思想、 文化的群体容易对彼此产生认同感， 这样形成的一个共同

体在地理空间上占据了某个地方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会逐渐对区域环境产生认同。［２］ 地理认同的意义是

在自我、 环境、 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自我、 环境、 他人、 自我与他人、 他人与环境、 环境与自我、
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之间， 显示出地方的意义涵摄个体与群体心理、 社会、 文化、 物质生活

等层面的生活经验。［３］

海德格尔通过 “栖居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 的概念来描述自我与地理之间的统一与连接， 他认为地理与个

体自我认知的社会、 文化和情感联系表明它对于个体来说不仅是抽象的空间， 同时也是个体自我身份

的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系统。［４］地理与个体之间亲密的互动关系使得地理成为个体发现自我的重

要媒介。 通过日常的、 不断重复的与地理的互动， 个体被特定的地理符号所标记并且成为被地理所定

义的客体。［５］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个体通过对地理意义的体验来理解自身的身份定位与自我的存

在。［６］一方面地理是构成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 社会文化也在不断地通过实践将意义记

录在地理符号之上。［７］

“某种意义上地理作为意义的本源， 它能够同时指涉全部历史实在， 涉及到包括社会、 经济、 文化

和国家等整体的各组成部分。” ［８］克里斯威尔指出： “建构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 就是透过地方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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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特定的建筑和纪念物等将整个城市或整个地区指定成为了 ‘历史遗迹’， 这些都是将记忆置于

地方的例子。 地方的客观实在性也意味着记忆并不是仅仅决定于心理的反复过程， 而是通过将记忆刻

画在地理景观之中来形成公共记忆。” ［９］

地理意义与个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密切关联。 早在上个世纪 ４０ 年代， 赖特就提出了 “地理认识学”
（Ｇｅｏｓｏｐｈｙ） 这一概念， 他认为地理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方式， 人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一种复杂形式的

互动关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地理” 被定义为一种 “感知的价值中心” 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

体重新被引入到人文地理学之中。［１０］在此基础上， 当代人文地理学从地理承载的主观意义出发， 重新认

识地理并结合人类实践与经验重新对地理及其内涵进行了概念化的阐释。［１０］

作为文化意义内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欧美人文地理学界对地理在建构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身份认

同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地理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 一方面是一个意义的中心， 同时也

是构建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媒介。 地理经由人的主观的重新建构与定义不断变化并最终成为充满意

义的社会文化实体。 正如 Ｒｅｌｐｈ 所说的， 地理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于其所具有的无意识的能动性使得

地理成为人类在社会与文化中定位自身的重要坐标体系， 并且地理成为人类存在意义的中心。［１１］ 地理与

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就体现在一方面地理是构成个体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 不断的人类实

践活动将社会与文化意义记录在地理之中。［１０］因此， 从地理角度入手研究国家认同建构过程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三、 地理与 “家乡情怀” 主导下的国家认同

作为一系列的社会文化符号和隐喻的作用结果的认同建构中地理符号有着关键的意义。［１０］ 个体完整

认识自我的前提就是取决于明确个体身份的地理环境坐标，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地理作为自我身份建

构过程中重要的一个表征体系， 它与个体自我之间存在重要的社会文化以及情感的连接， 地理不仅是

一个抽象的物质生存空间， 更是构成个体身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４］（１４４） 通过不断的社会文化实践，
意义持续不断地被记录在地理之中。［７］因此在研究国家认同问题时， 也应该关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的地

理因素， 从地理与个人或者族群关系出发， 研究地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国家认同并非是先验存在的事实， 而是透过各种人为的方式被建构出来。 地理景观中蕴藏的符号

是国家认同的再现， 地理景观将深层的意识形态再现于外， 成为人们可看见并实际碰触到的事物。 借

由对地理景观赋予特殊的符号、 意涵， 可以使地理景观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有力手段。 中国在历史发

展下所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现象， 使得国家被划分为一个个的地方群体， 少数民族的很多成员通过对居

住地的地理认同促使对另一地的 “祖国” 的认同。 正如卡斯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的观点， 民族国家被

地理所区划开来， 在国家的利益、 文化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民族国家得以被建构。 在此

过程中， 国家的控制、 社会群体之间的博弈以及公民的认同之间产生了复杂的关系， 地理认同因此对

于国家认同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力。［１２］因此， 地理认同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 “家乡

情怀” 来引发的国家归属感。
从地理认同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国家认同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 一是以国家为单位， 在国与国之间

的对比中的认同， 即在他国存在的背景之下的中国。 二是基于地方差异的认同，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

国家， 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在国家各区域呈现出较大差异， 这也就产生了基于地域差异的地理认同，
即中国视野下的地方认知差异。 三是从身边的地理现象、 地理事物出发认同本地， 在这种国内不同地

域之间的地理认同的对比中， 国家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四、 家乡意义的变迁与大众媒介扮演的角色

大众传播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 它所提供的信息包含着复杂多样以及大众化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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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信息。 大众媒介连接着家庭、 群体和国家等各种共同体的形象和现实， 维系国家认同。［１３］ 媒介通过

大众传播在公共领域彰显的民族主义来建构国家认同， 并使得其被认定为代表大多数国家共同体成员

的需要和利益。［１４］通过对媒介议程的设置， 大众传媒不断地向信息的接受者传递着国家认同， 并且通过

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来进一步加强受众的国家认同。
（一） 大众媒介对 “家乡” 的原型建构

“原型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 典型的、 反复出现的意象、 象征、 人物、 母体、 思想， 或叙述模式即

情节， 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 是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 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 又是历史文化

的。” ［１５］原型不仅是人们固有的观念， 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因此按照原型创作的信息

内容， 更容易得到受众的接受， 因为这些内容从本质上来讲与受众已有的集体无意识是一致的。 原型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思想形式， 在人类世界具有相当的意义， 它是一种已经积淀在人们的内心之中的，
却又不易被觉察的心理意识。 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会明确地感知到原型， 但是它对于人们的观念却

有很大的影响力。 原型的这些特点使得它能够被用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它们总是在挑选和制作传播内容的时候， 试图寻求尽可能大的覆盖面的信息。

信息的传播范围越大、 覆盖人群越多， 影响力也就越强。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大众传播的信息必须要

符合尽可能多的受众的心理， 而原型正是符合了这一种要求的最佳选择。 通过原型的套用， 信息能够

最快地找到大众共同的兴奋点， 首先解决受众对于信息的心理接受问题。 以 “家” 的原型为例， “家”
与 “家乡” 自古就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情感的凝结， 而 “家”、 “国” 的同构也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

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通过 “家乡” 的原型的借用与再现， 顺利地引起了读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 从 “家乡” 的原型出

发， 各种与之相关联的象征性表述也被广泛采用以引发读者的共鸣。 比如说， “生长的地方”、 “我的祖

国我的故乡” 等， 这些象征被与 “家乡” 相配合， 其目的就是将对 “家乡” 的情感引伸到 “国” 之

上。 通过 “家乡” 的原型类比以及其在新闻中的反复再现， 不仅拉近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也在

不断暗示着国家认同。
通过对原型的深入挖掘和运用， 大众传媒为重大事件寻找到了现成的叙事途径， “家乡” 的原型存

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因此运用 “家乡” 原型更易于受众接受新闻中的观点， 使传播者的意图得

以顺利实现， 国家认同的信息也能够得到有效的传递。 国家的命运影响着家庭的命运， 对 “家乡” 的

热爱因此被嵌入必须承担国家荣辱的主题之意， 由于家国一体使得民众由此必须产生对国家的归属和

认同， 在广大受众内心深层的无意识沉淀的 “我是中国人” 的国家认同被唤醒并释放。
（二） 大众媒介影响下的 “家乡” 意义的变迁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 以移居他处的少数民族而言， 第一代对于家乡仍然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原生情

感和亲情的联系， 这使得他们仍旧认为出生地是其家乡。 但是在 １􀆰 ５ 代少数民族移民中， “家乡” 的意

义开始产生变化， 在 “家乡” 意义的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１􀆰 第一代和高中以上移民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老家有着深刻的归属感

第一代少数民族移民因为居住在老家的时间比较长， 原生情感的影响再加上大部分的亲人都还在

老家， 因此觉得老家才是他们的家乡。 对于第一代少数民族而言， 家乡情怀和原生情感是分不开的，
“老家是自己的出生地”、 “成长的地方”、 “还有亲人在老家”， 因此家乡的感觉无法割舍。

而对于 １􀆰 ５ 代的少数民族移民来说， 大部分都是青少年时期才来到城市， 同样认同老家是自己的家

乡。 对于他们来说， 老家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而且很多亲戚和长辈还是居住在那里， 所以对老家比

较有归属感。 不过他们对于 “家乡” 的归属感已不像第一代那样单一， 虽然多数仍然认为老家是自己

的家乡， 但是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变长， 会逐渐增加对城市的地域认同而淡化对自己原有民族身份的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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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初中以下的 １􀆰 ５ 代少数民族移民： “家乡” 意义的变迁

研究中发现， 对于初中或者更小年纪离开老家的少数民族来说， “家乡” 对他们是一个比较陌生的

字眼， 多数会以 “家” 来取代 “家乡”。 如同阿里和科斯所说， 少数民族移民会发展新的以及多重或者

跨越地方的 “家” 的理解。［１６］比较年轻的少数民族个体如果父母伴随身边， 通常会比较倾向于认同现

在居住的城市是 “家乡”。 而如果父母都还在老家的话， 则会比较倾向于认同老家是自己的 “家乡”。
家乡对于第一代少数民族移民而言， 象征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感， 不仅是因为 “出生地”、 “成

长地” 的连接， “亲情” 也是重要的牵挂， 一旦居住在家乡的亲人逐渐离开之后， 不少人表示对老家和

本身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就会逐渐转淡。 而对 １􀆰 ５ 代的少数民族移民而言， 这种对 “家乡” 的归属感则

更淡。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大众传媒在 “家乡” 意义的变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少数民

族年轻一代来说， 大众媒介不仅是他们了解主流社会的主要信息来源， 更能够给他们带来其所属少数

民族的消息。 这种间接的信息的获取， 使得他们对自己原有民族的认同越来越受到来自大众传媒的影

响。 大众传媒因此在 “家乡” 的情感呼唤与认同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大众传媒表现 “家乡”
这一具体地理空间， 为身处各地的族群成员展示出一个具体的家园的图景， 使得他们能够在遥远的他

乡回望故乡。 通过大众传媒， “家乡” 成了一个非领土化的集体想象， 通过对 “家乡” 的依恋， 将个

体、 家乡与国家联系起来， 进而影响少数民族个体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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